
陶铸国魂：２０世纪初中国民族精神话语之建构

左 玉 河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秉赋，是心理状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旨趣的集中体
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灵魂。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人
鉴于民族精神丧失而提出了“陶铸国魂”问题。２０世纪初的“陶铸国魂”话语，是适应中国“千年未有
之变局”和世界发展大势而进行的民族精神构建，故它必然以反思中国历史传统为特征，以改造国民
性为手段，以建构民族国家而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

一　从兵魂到民族魂：中国亟须陶铸国魂

２０世纪初国人对民族精神的反思，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刺激下萌生的。甲午战败
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国人开始反思民族精神问题。尽管“民族精神”一词始见于１９０４年《江苏》杂
志发表的《民族精神论》，但国人多用“中国魂”“国魂”等词指称民族精神，故梁启超于１８９９年发表的
《中国魂安在乎》实乃最先提出“国魂”问题并引起国人讨论。“国魂”问题之所以引起国人关注，是当
时中国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使然。他们真切地体会到，要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当务之急是建立近代
民族国家。诚如梁启超所言：“故今日欲救中国无它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中国之
新民：《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１９０２年第５号，第１３～１４页）民族建国的前提是民族意识的
觉醒，而民族意识觉醒依赖于对民族特性的认同，故民族建国必先探寻民族精神，陶铸中国“国魂”。
在时人看来，国魂乃立国之本，“实国家死生存亡之大关键”，因国魂与国运相连，故国人自然将民族精
神是否振奋与民族盛衰联系起来：“民族之倏而盛倏而衰，回环反复兴废靡常者，皆其精神之强弱为之
也。”认为欧美各国之所以兴盛乃民族精神强盛使然，“其结果之最早乃生民族之精神，其结果之最终
遂成民族之膨胀”（《民族精神论》，《江苏》１９０３年第７期，第１、６页），中国欲求富强必先振兴民族精
神。

２０世纪初国人对日本及欧美强盛而中国积弱进行比较时发现，中国因缺少欧美国家所具有的
“武士魂”“贸易魂”“宗教魂”“平民魂”等民族精神，遂造成国力不盛局面。故必须借鉴和效法日本及
欧美民族建国的成功经验，以陶铸中国“国魂”而建构民族国家。如梁启超认定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
新”，就在于有“武士道”这种“大和魂”，故主张“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任公：《中国魂安
在乎》，《清议报》１８９９年第３３册，第２～３页）。国人尽管称赞中华民族之伟大、国民人格之高尚与文
明之花“先世界大地而扬芳”，但痛感当时中国“真魂失性，灵性改常”而导致国家凋敝，故呼吁振兴中
国早已有之的“国魂”（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１９０３年第５期，第３页）。既然中国因国魂丧失而
致贫弱，那么就必须效法日本及欧美以“陶铸国魂”，建构“国民新灵魂”。因此，国人提出陶铸国魂，包
含着借鉴日本及欧美各国建国经验而图谋复兴之考量。

２０世纪初，国人均强调必须陶铸国魂，但在铸造什么样的国魂和怎样陶铸国魂问题上则有较大
差异，其认识是逐渐深化的。梁启超最初有鉴于日本武士道成功经验，认为“制造国魂”就是制造兵
魂：“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
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
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任公：《中国魂安在乎》，《清议报》１８９９年第３３册，第３页）所
谓“中国魂”指“兵魂”，其核心是“爱国心与自爱心”，故“制造国魂”就是激发爱国心和自爱心。

蔡锷等人提出的军国民主义强调陶铸“铁血之精神”，实际上认同并发挥梁氏的“兵魂”理念。蔡
锷认为中国唯有“野性复归”方能改变“重文轻武”陋习，蒋百里强调只有激发尚武精神、对国民实行军
国民教育才能使民族强大。中国需要提倡之尚武精神为：“重军人之名誉；高军人之位置；兴军国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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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长武土道之雄风。以战死为无上之快乐；以敢死为无上之道德；以服兵役为国民应有之责任、应尽
之义务，独一无二之天职。如此，则民质皆具尚武之精神。”（《论尚武主义》，《东方杂志》１９０５年第５
期，第９９页）因为“国之有尚武精神，譬之则国魂”，故尚武精神是亟须铸就之“国魂”。

陶铸国魂实质上是建构民族精神，国魂的核心是民族主义支配下之爱国心和责任心。随着对“国
魂”认识的深化，国人不仅仅关注尚武精神，而是逐渐将国魂内涵从“兵魂”扩展到“民族魂”，将民族主
义精神视为亟须陶铸的“国魂”。蒋百里疾呼：“中国之国魂安在乎？祖国主义！”此处“祖国主义”实为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乃为其爱国心之源泉，自尊之种子，统一之原动力”，其核心是根于既往之感情，
发于将来之希望，而昭之于民族的自觉心的“祖国主义”（飞生：《国魂篇》，《浙江潮》１９０３年第１期，第

１１页）。中国所要陶铸的国魂就是民族主义精神，以民族主义作为民族建国之核心，激发国人的爱国
责任心以建立民族国家。

正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关照中国现实，时人将所要陶铸之国魂由“兵魂”扩展为“冒险魂、宗教魂、武
士魂、平民魂”之四大魂。甚至有人“合吾固有，而兼采他国之粹”，将中国所要陶铸的国魂扩展到山海
魂、军人魂、游侠魂、社会魂和魔鬼魂等，并揭示陶铸国魂之深意：“吾国民具此五灵魂，而后可以革命，
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
族，生则立慬于世界，死则含笑以见我神圣祖宗黄帝于地下，告厥成功焉！”（壮游：《国民新灵魂》，《江
苏》１９０３年第５期，第９页）

二　淬厉旧魂与采补新魂：陶铸国魂的两条途径

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和陶铸国魂的必要性为时人所认同，那么，究竟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陶铸国
魂？２０世纪初国人逐渐形成了淬厉旧魂与采补新魂两条途径。

梁启超主张借鉴东西方新元素以陶铸中国国魂，并将其概括为两条途径：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
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中国之新民：《新民说》，《新民丛报》１９０２年第１号，第８页）。所
谓“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就是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发掘潜藏于中国文化中之本有精粹，发扬民
族特性，提高民族自信心，实现民族精神的创造性转化，重新解释传统并发明新传统。所谓“采补其所
本无而新之”，就是顺应新的时代潮流和国际趋势，借鉴和吸纳世界各国经验，批判和改造中国国民
性，弥补中国固有民族精神之缺失，催生新国魂的诞生，使民族精神获得创新性发展。

梁启超提出的通过这两条途径而使国魂得以陶铸的构想，代表着时人之共识。蒋百里提出，陶铸
国魂既要结合中国内部国情，又要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吾今言陶铸国魂之法，所当预备者有三事。其
一曰察世界之大势；其二曰察世界今日之关系于中国者奚若；其三曰察中国今日内部之大势。”（飞生：
《国魂篇》，《浙江潮》１９０３年第１期，第１２页）陶铸国魂，不仅要明了世界发展大势而对自身传统做出
相应改变，而且要明了中国民族固有特性是从悠久历史中延续下来而根深蒂固的，不能将其完全舍
弃，故必须设法协调世界主义与国粹主义之张力。这种思路显然与梁氏相似。金天翮表达了同样观
点：“中国魂兮归来乎！归来兮！此旧魂也。于是上九天下九渊，旁求泰东西国民之粹，囊之以归，化
分吾旧质而更铸吾新质。”（壮游：《国民新灵魂》，《江苏》１９０３年第５期，第３～４页）他一方面呼唤中
国固有旧魂之归来；另一方面则旁求世界各民族精神之精粹，而促使中国旧魂之“化分”，进而铸成具
有新质之国魂。所谓“化分吾旧质而更铸吾新质”，就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本而吸纳外国文化精粹，陶
铸适应时代需求之新国魂。

由此可见，在时人看来，中国民族精神有新旧两部分构成：一为中国固有之文化精粹，称为“旧
魂”；二为顺应国际形势和时代需求而增加的新精神，称为“新魂”。换言之，国魂分为中国固有之旧魂
和顺应时代发展之新魂。既然中国固有之旧国魂存在于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中，那么必然要关注并发
掘民族文化之精粹，通过重新评估中国固有文化的方式唤醒国魂。邓实将国学精华归为中国道德，将
道德的精粹归为民族正气，统合为“立国之魂”。故国魂源自且存于国学，保存国学乃陶铸国魂之要
事。为了恢复国魂“以唤醒同胞之迷梦”，自当尊崇民族初祖黄帝及文化始祖孔子，恢复作为中华民族
标识的黄帝魂和孔子魂：“种族不始于黄帝，而黄帝实可为种族之代表；宗教不始于孔子，而孔子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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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宗教之代表。彼二圣者皆处吾国自古迄今至尊无上之位，为吾全历史之关键，又人人心中所同有
者。以之为国魂，不亦宜乎！”（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１９０５年第６期，第４页）故
国粹派提倡保存国学以陶铸之国魂，显然属于“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的旧国魂。既然中国所要陶铸
的新国魂是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中所缺乏的，那么必然要以开放的国际视野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先进国
家之民族精神而构成中国时下所需之新魂。无论梁启超提倡之“兵魂”，还是“冒险魂、宗教魂、武士
魂、平民魂”等四大魂，抑或是山海魂、军人魂、游侠魂、社会魂和魔鬼魂等五大魂，均属于“采补其所本
无而新之”的新国魂。

三　弘扬民族光荣历史与改造国民性：建构国魂的两种趋向

国魂有新旧之分，陶铸国魂自然便有淬厉旧魂与采补新魂之别，由此相应地产生了传承旧魂与重
铸新魂问题。２０世纪初国人提出了建构国魂的两种基本趋向：一是以历史教育方式而弘扬民族的光
荣历史；二是反思国民性格而改造民族精神。

“爱国心与自爱心”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故陶铸国魂自然要培养国民之爱国心。而要培养爱国心，
必须对国民进行历史教育，让国民了解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自爱心。梁启超
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故历史最容易养成国
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民族精神论》强调：“民族精神所由发现者有二：其一曰由历史所发生者也，
其二曰由土地所发生者也。”故民族历史是探寻国家兴盛原因并建构民族精神的起点：“民族之精神滥
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民族精神论》，《江苏》１９０３年第７期，第６～７页）正因“历史
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故只有结合中国历史传统方能陶铸国魂。为了从中国历史中
寻求激励民族情感的思想资源，时人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新解读，如《中国魂》就以国魂在历史上的变迁
为依据，着力从中国历史中发掘固有之国魂。

弘扬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必然要表彰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光荣事迹，直接唤起民众的爱国心，从
而达到陶铸国魂之目的。《国魂篇》指出：“国魂之发生也，复有两种：有自民族优性而自然发生者，有
自千百志士流血流泪以鼓铸而成者。”民族的优秀品格由英雄志士的光荣事迹来体现，历史上的英雄
志士遂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飞生：《国魂篇》，《浙江潮》１９０３年第１期，第６～７页）。为了“表赞以往
之英雄，而开导未来之英雄”，必须赞扬那些为中华国魂而鼓铸之哲人、保护之英杰、流血之国民和伟
人的光荣事迹，以唤起民众的爱国心。

对国民进行历史教育，是弘扬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并表彰英雄志士光荣事迹的主要途径。梁启
超反复强调历史教育对培育民族认同感和爱国心的重要性，认为其最有效的途径是学校教育和整个
社会风气的潜移默化，故主张通过历史教育激发国民对祖国壮丽山河的喜爱之情，激发国人的民族自
信心与爱国之心，并将中小学的国史教育视为历史教育之根本。梁氏的见解代表了时人之共识。章
太炎将爱国主义比作庄稼，将历史教育视为给庄稼浇水施肥，“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
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第３７１页］。因此，回顾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歌颂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运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
丰富的文化来激发民族精神，是２０世纪初国人建构国魂之基本趋向。

中国民族精神文化中固然有值得传承的精粹，但同时包含有国民心理的阴暗面和国民性格的弱
点，正是这些国民性格导致了“国魂”不彰而民族贫弱。故陶铸国魂固然需要弘扬民族的光荣历史而
培养爱国心，但同时无法回避国民劣根性问题。这样，站在时代潮流和国际发展大势立场上反思国民
性格而改造民族精神，遂成为２０世纪初国人建构国魂之重要趋向。

梁启超认识到培养爱国心对陶铸国魂之重要，故为培养民族精神而提出“新民说”，认为“新民为
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其“新民之义”同样包括“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双重
内涵：前者指当继承与弘扬民族精神之精粹，“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当保存之而勿
失坠也”。后者指当承认自己民族精神之不足，虚心吸收世界各民族之长处，“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
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所未及”（中国之新民：《新民说》，《新民丛报》１９０２年第１号，第８～９

·１１·



页）。既要反思民族文化，继承国民性格中的优秀品质并加以更新以适应时代需要，更要认清国民性
格之缺陷，吸取其他民族优点而加以根本改进。

正是基于“新民说”，梁启超以世界眼光和近代原则对民族特性和国民性格进行反省。一方面，他
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提炼出公德、进取、权利、自由、尚武、进步、合群等仍有积极影响的新国民性
格，概括出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特质，如与柔弱相对的刚猛精神，与奴隶性相对的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
和重视人格独立的精神，与懒惰相对的刻苦勤劳精神，与巧滑相对的正直精神等，弘扬这些中华民族
赖以立足的精神特质并将其视为陶铸国魂之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他着力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精神
与价值观念，以近代新思想淬厉中国旧精神，对国民劣根性进行分析和鞭挞，批评并改造国民性。在
他看来，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脆弱、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是中国国民品格的缺点，制约着
民族精神的发挥（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新民丛报》１９０３年第２７号，第１～８页）。因
此，他强调民族精神的发扬必须以国民个性独立为前提，陶铸国魂必须建立在批判和改造国民性基础
上。梁启超提出新民说并对国民性格缺陷而作的分析，开启了２０世纪初批判国民性的先河，并对此
后国人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讨论产生了深刻影响。

弘扬和表彰民族的光荣历史与批判和改造国民性，是陶铸国魂两种不同趋向，背后存在着世界主
义与国粹主义之张力。这种张力，在五四以后逐渐演化为以改造国民性思潮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
与恢复中国固有文化为表征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对峙和冲突。以批判国民性方式陶铸国魂的思路，是
否意味着要放弃对民族光荣历史之弘扬？梁启超提出的“国性”论，为协调陶铸国魂方式上存在的张
力提供了新思路。他认为，作为立国要素的“国性”乃由“国语、国教、国俗”构成：“凡一国之能立于世
界，必有其国民独特之特质。上至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
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中国之新民：《新民说》，《新民丛
报》１９０２年第１号，第８页）此处“国民独特之特质”及“国性”，指此前所谓“国魂”或民族精神；此处
“根柢源泉”指构成历史文化认同的历史渊源。国性论的提出，体现了国人对传承民族精神思考之深
化：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因为失去国性就失去了凝聚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的精神支
柱；而民族精神消失必将面临“国性分裂，则国亦随之分裂”处境。但国性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历
史演进嬗变蜕化，“渐淘汰其废淤者而增益其新需者”（梁启超：《国性篇》，《庸言》第１年第１号，第３
页）。故中国民族精神必然随着时代更替而新陈代谢，民族文化能够适应时代变迁而发展。这样，承
认国性并强调国性随时代而演进，坚守民族文化立场而吸纳世界文化精粹，就有效地协调了世界主义
与民族主义之张力。

总之，２０世纪初国人对中国民族精神话语的建构，形成了重视历史遗产、继承文化传统、剖析民
族性格等基本思路，承认民族精神蕴含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通过民族性格得到反映，但因对国魂认
知差异而出现了建构国魂趋向上的分歧：一方主张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化，着力于文化复旧，以回归传
统的方式，通过发掘中国民族文化之精粹并淬厉中国旧魂来建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为民族建国提
供精神资源；另一方则主张立足新的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着力文化开新，以批判和改造国民性为手
段，培养具有良好社会公德和强烈民族国家意识的国民群体，为建构现代国家提供国际资源。２０世
纪初国人建构国魂趋向上的这两种趋向，到五四以后加剧并产生了激烈冲突，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对峙
格局：以批判和改造国民性为手段促进民族精神创新性发展的文化激进主义与以回归传统并发扬民
族特性为手段实现民族精神创造性转化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对峙，从而彰显了近代中国民族精神建构
之复杂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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